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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生活的早期，先哲们就意识到决策的

重要性，采取多种方式研究人类决策的特点，希望

能对人类决策行为做出预测。这个研究思路延伸

至今，便成为了决策科学。近些年来，决策科学得

到心理学、管理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甚至混沌

学等诸多学科的关注和支撑，变得越来越多元化。

在 1978 年和 2002 年，心理学家西蒙（H. Simon）

和卡尼曼（D. Kahneman） 因为在决策领域的突出

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不仅是对他们在

决策研究领域数十年耕耘成果的最高肯定，更表

达了人类对决策科学的最大认可。

目前，决策科学研究有两个范式。第一种是

标准化范式（normative paradigm），该范式的研究目

标是建立最优化的，或者最大化的，或者是完全理

性的决策模型。第二种是描述性范式（descriptive 

paradigm）该范式对真实的决策行为做出描述性

的说明，考虑实际决策时所受到的限制，描述决策

者实际的认知加工过程。

那么，人类在决策过程中到底是理性和还是

非理性的？人类在多大的程度上是理性的？为什

么会这样？如果决策过程是非理性的，人类的判

断是如何发生偏差的？本文从人类决策的思维系

统出发，阐述决策的有限理性以及决策偏差的产

生，并深入讨论发生决策偏差的心理机制。

一、决策的有限理性和启发式

（一）第一系统和第二系统思维

斯坦诺维奇和韦斯特提出，人的思维可以分

成第一系统和第二系统。[1] 第一系统思维，也就是

我们的直觉系统，常常是快速的、自动的、无需意

志努力的、内隐的和情绪的。相比而言，第二系统

是指较慢的、有意识的、需要意志努力的、外显的

和逻辑的推理过程。

很多时候，人类依赖第一系统思维来做决策。

比方说，去超市买日用品，很少会有人对每一个品

牌备择项或者每一个产品备择项进行严格的逻辑

推理。并且，第一系统思维很奏效，很多人很信任

自己的直觉。但是，与第二系统思维相比较，第一

系统更可能发生错误和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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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泽曼认为，两个系统频繁地交错工作。很

多时候第一系统最初的快速反应会被第二系统更

深入的思考所修改；然而有时，第二系统的思维

却无法调整第一系统思维的反应。[2] 在罗斯等人

的研究中，被试亲眼看到糖被倒进容器里面，然后

由他们亲自写下“氰化物”的标签贴在容器上，但

是，他们不愿意吃容器里面的糖。第一系统思维

所产生的直觉让他们回避吃这些糖，尽管这个判

断是错误的。这说明了即使在理性的第二系统思

维逻辑推理过以后，人类依然会做错误的决策。[3]

正是由于人类的思维存在这样的双重系统，

决策偏差的出现是难以避免的。

（二）决策的有限理性

“理性”决策指的是，决策者所执行的，有可能

产生最优结果的认知加工过程。诺贝尔奖获得者

西蒙的研究指出，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实际的决

策者是通过现实的而非标准化的（“理性地应该怎

样做”）认知过程来做出决策。[4]（P49）这就是决策

的有限理性。

有限理性框架认为决策者在主观上尝试做出

理性决策，但是，现实存在的限制阻碍决策者做出

最优决策。这些限制指的是：首先，决策者往往

缺乏定义问题空间、选取判断标准以及评估这些

标准的相对重要性等方面的重要信息；其次，决

策者的智力和知觉能力是有限的，这就限制了其

从可以利用的信息中精确“计算”，并顺利选择最

佳备择项的能力；再次，决策者的记忆容量是也

很有限的，保存在有效记忆中的备择项信息的数

量和质量会大打折扣；此外，在决策过程中，时间

成本和经济压力使得可利用信息的数量和质量进

一步缩减；最后，不可忽视地，在决策者制定决策

的过程中，决策者还可能受到其它难以预计的干

扰，比如说情绪。

上面提到的这些限制解释了决策偏差为什么

会发生，那么，这些偏差是怎么发生的呢？同样是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卡尼曼和他的搭档特韦尔斯基

（Tversky）发现，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经常会使用

一些简单的策略或者依赖于经验。这些简单策略

的运用是适用于有限理性框架的，并且可以用来

应对复杂环境，被称为“启发式”（heuristics）。

二、启发式带来的判断偏差

一般来说启发式是有益的，但有时它们也会

导致严重的错误。我们可以从启发式的三个类型

的含义，及其衍生出的判断偏差来进行理解。

（一）易得性启发式

决策者在面对问题的时候，不是毫无目的地

搜罗尽可能多的备择项来进行评估，而是依赖于

头脑中易于“获得的”的解决方法来做评估和判

断 [5]。那些能激发情绪的、生动的、容易想像的和

具体的事件，要比本质上无情绪的、乏味的、难于

想像的或者模糊的事件更容易获得。

如果易于“获得的”事件与决策者现实面对

的问题具有相当精密和准确的各种关系，那么，易

得性启发式可以帮助决策者产生正确的判断。但

是，如果易于“获得的”事件与决策现实面对的问

题之间的关系不够精密与准确，甚至没有固定的

关系，那么，利用易得性启发式做出的决策就会带

有很多的问题。

再深入一点，易得性启发式发生的内在机制

并不是单一的，带给决策者的决策偏差也不是单

一的。很多决策科学研究者对此展开了大量的研

究，结果发现，易得性启发式主要导致以下几种判

断偏差：

1. 易于回忆。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认为，当

个体根据某一事件实例的易得性来判断该事件发

生的频数时，频数相同的事件，如果实例更容易回

忆（可能是因为生动，也可能是因为在时间上空间

上的接近等），那么人们会认为该事件出现的频率

更高。[5]

2. 易提取性。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发现，英

文中“-ing”是一个常见的单词后缀，对于使用英

文作为日常交流语言的国家人民来说，在记忆中

是一个较为容易提取的结构；而在记忆中搜索以

“n”为第 6个字母的 7个字母的单词却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虽然事实上以“-ing”结尾的单词明

确包含在“以‘n’为第 6 个字母的 7 个字母的单

词”范畴中，但是，决策者们的判断却正好相反，认

为以“-ing”结尾的单词的数量多于“以‘n’为第

6个字母的 7个字母的单词”。[6]

3. 假定的联系。查普曼等人注意到，当根据

头脑中知觉到的同时发生事例的易得性来判断两

事件同时发生的概率时，决策者通常会不恰当地

高估两事件同时发生的概率。[7] 比如说，如果决

策者认识一些喜欢上网聊天的高考落榜生，他们

就很容易认为上网聊天与高考落榜有关。事实上，

我们知道，这样的判断即使不是错误的，也是不全

面的。

（二）代表性启发式

决策者在对一个个体（或者物体，或者事件）

做判断的时候，倾向于寻找该个体可能具有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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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者原本具有的刻板印象相一致的特点，并以

这些具代表性的特点作为判断的充分依据。

当前个体，对于决策者来说是未知的，决策者

没有依据做出确定的判断，他只能将当前个体与

自己原本具有的某个范畴的刻板印象进行对比来

帮助自己做判断。在这样的情况下，当前个体能

代表该范畴的程度就是决策者能利用的所有信息

了。不可否认，这种初步近似的方法很可能帮助

决策者做出正确的判断。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

看，如果决策者对当前个体能代表某一范畴的程

度判断错误（可能是因为信息不充分），那么，决策

者有可能把当前个体错误地归于某一范畴，随后

就认为该个体具有该范畴的其它特征。这实际上

是歧视产生的一个源头。

代表性启发式有以下这些判断偏差：

1. 对基率不敏感。设想一下，有一个名牌大

学MBA 的毕业生对艺术很有天分并且一度想要

成为一名音乐家，问你觉得他毕业后可能去艺术

管理公司还是咨询公司工作。特韦尔斯基和卡尼

曼的研究表明，如果没有对艺术天分的描述，决策

者们会根据MBA 学员从事各种职业的频率而选

择“咨询公司”，但是，当存在对艺术天分的描述性

信息的情况下，就有比较多的决策者忽略基率信

息而选择“艺术管理公司”。[8]

2. 对样本大小不敏感。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有一家大医院每天大约出生 45 个婴儿；另有一

家小医院每天大约出生15个婴儿。按照常规来说，

所有新生儿中男孩子大约占 50%，但是具体的百

分比每天都有可能有差异。一年中，两家医院都

登记了超过 60%的新生儿是男孩子的天数，问哪

家医院登记的天数会多一些？[5] 大部分的决策者

认为两家医院相同，但事实上应该是小医院的天

数会多一些。究其原因，决策者判断的时候使用

了代表启发式，认为在随机事件中 60%的新生儿

是男孩子的基率是具有代表性，但是，他们忽视了

样本的大小，忽视了小样本较为容易偏离平均数。

3. 对偶然性的误解。有时候我们会碰到这样

的情况：有一种彩票正在发售，发售方承诺“中奖

率为 10%”，于是你就去购买。你一连买了 9 张，

什么都没有中，现在问你是否要继续买第 10 张？

决策者在购买类似彩票的时候很在意重奖率的问

题，觉得“既然中奖率为 10%，那么我买 10 张就

应该中 1 张”，但事实是这样的吗？实际上，一连

购买 9张什么都没有中的结果已经告诉决策者了：

对于单个彩票购买者来说，每买 1张彩票是否中

奖跟他已经买了几张，是否已经中奖都没有关系。

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认为，即使是心理学研究者，

也会成为“小额数量法则”（law of small numbers）

的受害者，他们相信样本事件更能代表其总体，科

学家过分相信初始样本的结论，经常粗略地高估

实验结果的可重复性。[8] 这种代表性启发式在我

们的决策过程中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科学性

培训和强调恰当地使用统计方法都不可能消除这

种偏差的影响。[2]

（三）情感启发式

大多数判断是由情感或者情绪评价所引发

的，这种评价甚至发生在任何认知推论之前。[9]

在任务很繁忙或者时间受限制的情境中，决策者

更可能使用情感启发式做判断。霍西的研究中向

两组决策者分别呈现一杯冰激凌，要求决策者们

对冰激凌带给自己的满足感进行评估。一组决策

者看到的冰激凌是小杯装的，装得非常满，甚至都

溢出杯子；另一组决策者看到的冰激凌是大杯装

的，装了大半杯。值得注意的是，从冰激凌的实际

体积来衡量，明显是大杯冰激凌更多。但是，决策

者对于小杯冰激凌赋予更高的价值。[10] 这是为

什么呢？正是由于装满，甚至有溢出的小杯冰激

凌使得决策者产生了更为积极的情感（也就是更

大的满足感），而装了大半杯的大杯冰激凌使得决

策产生了更为消极的情感（觉得没有最大限度装

满而带来的不满足感）。这也就是我们平时购买

的冰激凌甜筒往往都在甜筒把边缘以上堆满冰激

凌，而在边缘以下只是支撑架，几乎没有冰激凌的

原因。

三、其它的决策偏差

（一）锚定

锚定（anchoring）是另一种非常常见的决策偏

差。艾普雷等人的研究发现，在判断过程中，决策

者可以把得到的任何信息作为最初的锚，以其为

起点进行估计，并围绕锚进行调整，从而得出最终

的评估结果。[11] 例如在人事招聘中，招聘方通常

会询问应聘者目前的薪资水平，这就是招聘方在

寻找一个锚定值，好根据这个锚定值做调整。特

韦尔斯基和卡尼曼则认为以锚为起点的调整往往

是不充分的。[5] 此外，穆斯维勒和萨特拉克的研究

表明，锚定的存在使得人们倾向于获取与锚定相

一致的信息，忽略与锚定不一致的信息。[12]

（二）联合事件偏差和分离事件偏差

联合事件偏差（conjunctive events bias）指的

是高估联合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或者说高估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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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与其他事件联合发生的事件的可能性；[13] 而

分离事件偏差（disjunctive events bias）指的是低估

分离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或者说低估那些独立发

生的事件的可能性。[5] 也就是说，当需要多个事件

同时发生的时候，我们的直觉会高估其发生的可

能性；而多个事件中只需要其中一个事件发生时，

我们的直觉却会低估这一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三）过度自信

过度自信也被认为是一种普遍的判断偏差。

菲施霍夫等人发现，当被试认为自己有 1000 :1 的

把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的时候，实际上只

有 81%到 88%是“正确的”；当被试认为自己有

1000000 :1 的把握是“正确的”的时候，实际上只

有 90%到 96% 是“正确的”。[14] 过度自信之所以

会频频发生，部分原因是因为决策者不能准确评

估自己判断的准确程度，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决策

者不能对问题的难度做出合理的解释。随之而来

的现象就是当决策者回答中等难度到极难的问题

时更加倾向于过度自信，而回答较为容易的问题

时过度自信相对较少。[14]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

因是，随着决策者对某一问题的相关知识了解的

减少，其自信水平并没有随之降低，并且，决策者

甚至经常高估自己最糟糕的表现。[15]

（四）证实陷阱

证实陷阱（confirmation trap）同样是决策过程

中普遍存在的偏差。设想一下，你最近买了一辆

新车，在购买的第二天，你在报纸上看到几个关于

热门家用汽车性能的排行榜，你的爱车在三个排

行榜里面都上了榜，但是名次不一样。这三个排

行榜一个是按照汽车的动力性能的排行，一个按

照汽车的操控性能的排行，另一个是按照汽车的

安全性能的排行，你会更注意哪一个排行榜，你会

更信任哪一个排行榜？大部分车主都会更为注意

那个能证明他买了一辆好车的排行榜。事实上，

决策者是需要尝试证伪假设，因为在某种意义上

说，证伪信息可能是更为有效和更为重要的。

综上，启发式是决策者用来简化决策的认知

工具。不管决策者对此是否有了解，对此是否有

意识，在决策过程中，启发式都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启发式使得决策变得有“捷径”，在找到合适

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的同时还节省了时间等资源，

或者说成本。但是，这条“捷径”是有缺陷的：在

有些情境下使用启发式是有益的，在另一些情境

下使用启发式可能是有害的。而很多决策者往往

并不能区分这些情境，这将导致决策偏差的发生，

并且给判断错误和决策失败埋下了隐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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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1]（第 7册，P896）。

后来，汉纳根曾经营山西井陉煤矿。1918 年，

因中德断交被遣送回国，1921 年再度来华，1925

年，病死于天津 [1]（第 3册，P301）。

赫德比汉纳根大二十岁，与其岳父德璀琳为

中国海关同事。双方存在着友谊。赫德很赞赏汉

纳根的勇敢和才干，认为是一个杰出的青年，以至

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向清朝政府推荐他担任清

军统帅，认为给他充分的金钱和权力，即可打败日

本。但是，赫德是英国人，代表着英国的利益，汉

纳根、德璀琳是德国人，代表着德国的利益，双方

也存在着矛盾。赫德也常常担心德璀琳、汉纳根

会增强德国在华的势力，损害英国的在华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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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art,  20 years older than Hanneken, was a colleague of the latter's father-in-law in  the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 

Service. Hart appreciated his abilities and recommended him as commander of the Qing troops. However, representing the British 

and German interests respectively, they were faced with confl icts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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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cision-making is related to everyone's realistic life. Normative paradigm and descriptive paradigm are 

concurrent in the research fi eld of decision-making science. But, they are contrary. In this article, the thinking system of human 

decision-making is looked upon as a start point and bounded rationality of human is illuminated. And then, types of heuristics and 

judgment deviations derived from them are stated. And at last, mechanisms of judgment deviations are illumin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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